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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增长与家庭能源消费阶梯

———基于中国农村家庭能源消费调查数据的再检验

吴施美　郑新业＊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能源消费调查 （ＣＲＥＣＳ）数据考察
了中国农村家庭的能源阶梯问题。研究发现家庭用能品种会随着收
入提升呈现倒 Ｕ形趋势，并且收入增长会助力于家庭的能源转型。
其中，炊事用途随着收入增长能自发地进行能源升级，而 “煤改电”
政策则限制了收入效应在优化用能结构上的作用。考虑到中国的能
源价格黏性，决策者应杜绝 “一刀切”式的能源替代政策，将提高
能源可支付性的重点放在收入增长上，加强效率瞄准，聚焦于贫困
地区和低收入人群上。

　能源阶梯，家庭能源消费，“煤改电”政策
ＤＯＩ：１０．１３８２１／ｊ．ｃｎｋｉ．ｃｅｑ．２０２２．０１．０３

一、前　　言

农村家庭能源消费是我国能源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９８０—２０１８年间，

农村人均能源消费量从６０公斤标准煤上升至４３４公斤标准煤，增长了７．２倍。

伴随着能源消费量的快速上涨，中国农村家庭能源消费模式也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但不充分不平衡现象仍然存在。在结构维度上，能源消费选择品种日
益多元化，用能模式有所改善，但仍未完全摆脱薪柴和散煤等传统固体燃料。

在空间维度上，地区间用能结构存在差异。东部地区传统固体燃料的使用率
不超过３０％，且燃气使用率接近７０％；而东北地区使用柴草燃料的家庭比例
高达８４．５％，使用燃气的比重仅２０．３％，西部地区亦是如此。１

家庭能源消费结构的不合理直接影响居民福利。一方面，劣质能源的使
用会加重经济贫困 （Ｐａｃｈａｕｒｉ　ａｎｄ　Ｓｐｒｅｎｇ，２００４）。贫困人群为了获得最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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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源需求，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收集秸秆和薪柴。这挤占了贫困户本
该用于劳动生产的时间，也耽误了儿童本该用于接受教育的时间和精力。物
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双重受限制约了贫困人群收入水平的提高，导
致能源贫困和经济贫困的恶性循环 （Ｌｉｄｄｅｌｌ　ａｎｄ　Ｍｏｒｒｉｓ，２０１０）。另一方面，
家庭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还会对环境、气候和居民健康问题带来严重威胁
（ＷＨＯ，２０１４；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ＷＨＯ （２０１６）估计２０１２年中国有４３０
万的过早死亡是由于固体燃料的低效使用所带来的室内空气污染。可见，促
进农村家庭能源转型不仅是实现中国能源转型的重要命题，也是提升居民生
活水平、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的客观需要。因而，研究农村家
庭的能源消费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加快我国农村地区能源转型和环境治理，我国北方在供暖季实施了
散煤治理政策。从政策的实施效果来看，政策干预虽然有效改善了环境质量
（Ｗ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但气荒引致的气价上涨，使得家庭对优质能源支出的承
受力不足，这给政策制定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目前，中国农村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还较为落后，尽管政府给予了大量的设备购置补贴和用能补贴，但这
并不能完全覆盖农村家庭的用能支出，多数家庭仍无力支付高昂的用能成本。
在这种困境之下，厘清中国农村家庭能源转型的客观规律显得尤为重要。

一般而言，优质能源价格较高，这加剧了能源转型的难度。在中国社会
经济快速发展，而能源价格存在黏性的情况下，考察收入变化对能源选择的
影响十分必要。图１显示，随着收入的不断增高，中国城镇人均煤炭消费量
呈现下降趋势，而用电量则逐步攀升。２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城镇居民用能结

图１　２０１１年中国城镇居民按收入等级用煤量与用电量

　　数据来源：《２０１２中国城市 （镇）生活与价格年鉴》。

２ 官方仅给出了城镇居民按收入等级的能源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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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随着收入的上升而逐渐优化，但农村地区拥有丰富且免费的生物质资源，

收入是否仍是影响用能选择的重要因素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对该问题的研究

将有助于加深对我国农村家庭能源转型的理解，并为我国未来能源转型政策

的制定提供指导。

本文将基于能源阶梯 （ｅｎｅｒｇｙ　ｌａｄｄｅｒ）假说对我国农村居民的用能选择进

行研究，考察家庭收入对居民能源选择的影响，以期为能源、气候环境和贫

困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并为能源转型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参考与

依据。以往国内学者多将重点放在家庭收入与能源需求的数量关系上，更多

的是对能源弹性的估计，而忽略了收入效应在优化用能结构过程中所发挥的

作用。事实上，家庭用能行为是一个两阶段的决策过程，用能量的决策应基

于事先的用能选择。因此，考察收入对家庭用能选择决策的影响对于事后准

确估计需求弹性十分必要。此外，本文提出能源燃料品种数量随收入增长呈

现倒 “Ｕ”形关系的观点，填补了目前关于能源阶梯与能源堆叠关系的研究空

白。在现实意义上，本文讨论了在政策干预情况下，能源阶梯的存在性问题，

为未来中国农村能源替代提供了路径选择。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梳理了居民用能选择行为的相关文献，第

三部分为本文实证模型和数据介绍，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分析，最后是结论

与政策建议。

二、文 献 回 顾

推进农村居民能源转型的关键在于识别出影响农村居民燃料选择的因素。

众多文献提出居民在用能选择行为中存在能源阶梯现象 （Ｈｏｓｉｅｒ　ａｎｄ　Ｄｏｗｄ，

１９８７），如图２。该假说认为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居民对于能源的

选择会出现相应的变化，并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初始阶段，该

阶段的特征是居民用能以薪柴、秸秆、禽畜粪便等传统生物质能为主；第二

阶段为转型阶段，居民放弃使用传统生物质能，开始转向木炭、煤炭和煤油

等化石燃料；第三阶段为高级阶段，居民用能以电力、天然气、液化石油气

等现代商品能源为主，这类能源的能源效率和成本都高于先前阶段。

国外对居民用能选择等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３，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但国内学者多集中于对居民能源需求收入弹性的探讨，而对居民收入与用能

选择的研究较为缺乏。本部分将根据研究地区、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三个方

３ 对于居民用能选择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居民用能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另一类则是对能
源阶梯适用性的验证。这两类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会有重叠。因此，本文未对两者进行严格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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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能源阶梯理论示意图

　　资料来源：Ｋｒｏｏｎ，Ｂ．Ｖ．Ｄ．，Ｒ．Ｂｒｏｕｗｅｒ，ａｎｄ　Ｐ．Ｊ．Ｈ．Ｖ．Ｂｅｕｋｅｒｉｎｇ，“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Ｌａｄｄｅｒ：Ｔｈｅ－

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ｙｔｈ　ｏｒ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Ｔｒｕｔｈ？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ｖｉｅｗｓ，２０１３，２０ （４），５０４－５１３．
　

面对以往文献进行梳理。

根据以往文献来看，众多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的居民用能选择问题进行了

研究，主要集中在印度、泰国等南亚和东南亚国家以及加纳、埃塞俄比亚、

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和地区 （Ａｌｅｍ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Ｊｏｓｈｉ　ａｎｄ　Ｂｏｈａｒａ，２０１７；

Ｎａｎｓａｉｏ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例如：Ｇｕｐｔａ　ａｎｄ　Ｋöｈｌｉｎ（２００６）对印度地区５００户

家庭的炊事用能选择进行研究，在估计出各类能源弹性基础上，对能源优劣

进行了排序。Ｈａｎｎａ　ａｎｄ　Ｏｌｉｖａ（２０１５）通过津贴实验的方式考察了印度农村

居民福利增加对用能选择的影响。Ｋａｒｉｍｕ（２０１５）利用加纳微观调查数据对

炊事用能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从研究方法来看，二值选择模型和多值选择模型较为常见 （Ｊｕｍｂｅ　ａｎｄ

Ａｎｇｅｌｓｅｎ，２０１１；Ｋａｒｉｍｕ，２０１５；Ｒａｏ　ａｎｄ　Ｒｅｄｄｙ，２００７）。对于特定能源品种

的研究，主要使用Ｐｒｏｂｉｔ模型。而对于能源转换策略的研究，则更多地采用

多值选择模型。例如 Ｍｅｎｓａｈ　ａｎｄ　Ａｄｕ（２０１５）将薪柴、木炭、液化石油气和

其他固体能源设置为分类变量，利用多项Ｐｒｏｂｉｔ模型进行估计；Ａｌｅｍ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采用随机多项Ｌｏｇｉｔ模型研究了埃塞俄比亚城市居民能源选择的影响

因素。与此同时，部分学者开始采用定序选择模型研究居民用能选择
（Ｆｉｌｉｐｐｉｎ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Ｚ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Ｈａｓｓｅｎ，２０１７）。值得注意的是，从实证估

计方法来看，以往对能源阶梯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能源管理和能源工程学科，

这些领域的研究往往忽略了收入增长在能源阶梯模型中的内生性。

从研究结论来看，多数研究均认为社会经济因素 （例如家庭收入、能源

价格和受教育程度等）、行为文化因素 （民族等）、外部因素 （能源可获得性

和政府政策等）都是影响家庭能源消费模式的重要因素 （Ｈｅｌｔｂｅｒｇ，２００６；

Ｍａｌｌａ　ａｎｄ　Ｔｉｍｉｌｓｉｎａ，２０１４；Ｏｕｅｄｒａｏｇｏ，２００６）。而对于能源阶梯存在性的验



第１期 吴施美、郑新业：收入增长与家庭能源消费阶梯 ４９　　　

证，学者们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Ｍａｓｅｒ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利用墨西哥的案例评

估了能源阶梯模型，发现能源阶梯模型并不成立，取而代之的是能源堆叠模

型，即多种燃料共存的情况更能准确描述农村地区炊事用途的燃料选择问题。

Ｎａｎｓａｉｏ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通过对泰国居民的能源消费模式进行分析，认为生物

质能将长期存在，因此用能选择的变化仅仅是更多样化，而非绝对的能源阶

梯。Ａｌｅｍ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也得出类似的结论，认为尽管收入会促进能源的转

型，但并不是线性的能源阶梯，而是能源堆叠。

一般来说，对居民用能选择问题的研究多基于微观数据。但对中国而言，

国家官方统计机构并未针对居民用能进行单独的统计，并且 《中国能源统计

年鉴》中对于生活能源消费的统计也未包括生物质能。而现实中，薪柴、秸

秆等生物质能在农村居民用能中占到极高的比重。由于数据的限制，大多数

文献采用小范围的问卷调查数据对居民能源问题进行研究。目前，国内关于

居民用能选择和能源阶梯的研究较少，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能源消费的描

述性分析，且多基于特定省份和地区，样本数量较小，无法完整刻画中国居

民能源消费现状 （Ｃａｉ　ａｎｄ　Ｊｉａｎｇ，２００８；Ｎｉ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不同于以上提到的

小样本微观数据，Ｈ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将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与 《中国农村

能源年鉴》的数据合并，构造了包含生物质能在内的各省能源消费的历史数

据。但本文认为，要刻画家庭微观行为，仅通过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还是

稍显不足。

据笔者所知，仅有以下几篇文章利用全国数据对居民用能选择问题进行

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这类调查尽管样本量较大，但调查所涉及的能源问题较

少，主要是对家用电器和电力支出的统计。Ｈｏ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利用２００８年和

２０１１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ＣＨＡＲＬＳ）数据对城乡居民炊事用能结构进行了描述，并对影响居民

用能的因素进行了初步分析。Ｚ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Ｈａｓｓｅｎ（２０１７）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

调查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ＣＨＮＳ），数据并采用考虑相关随

机效应的广义定序模型，对中国城市的炊事用能选择进行了研究，文章发现

旨在提升家庭收入的政策将有助于减少煤炭相对于液化天然气的价格优势。

Ｍａ　ａｎｄ　Ｌｉａｏ（２０１８）利用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和Ｔｏｂｉｔ模型，对中国农村居民

炊事用途中不同能源品种的收入弹性进行了估计，被解释变量为各类能源占

比，其发现清洁能源的收入效应为正，而固体燃料收入效应为负。Ｔａ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利用大规模的家户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村的能源变化情况进行历史恢

复。但其中１９９２年、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７年能源消费数据均是由受访者回忆得到，

且其他历史年份的数据则是凭统计推断得出，其准确性无法得到保证。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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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验证的假说与Ｔａ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所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但研究范式有

所差异，本文更多的是探讨收入与用能选择间的因果关系。

综上，已有众多学者对居民用能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从实证估计来看，

多值选择模型和定序选择模型最为常见，但都忽视了对收入内生性的考虑，仅

仅是相关关系的探讨；从数据来源来看，对中国居民用能选择问题的研究缺乏

翔实的数据支撑；从研究对象来看，国内外研究均集中于对炊事用能的分析，

取暖用途的分析往往被忽视，但实际上取暖用途和炊事用途在用能模式上有

很大的差异，２０１３年中国农村家庭取暖比重高达３６．９％ （Ｗ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

不同于以往仅对能源需求弹性和炊事用途的燃料选择进行分析，本文采用中国

家庭能源消费调查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ＣＲＥＣＳ）

数据，在厘清能源阶梯与能源堆叠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全方位考察收入增长

对家庭炊事和取暖用途用能选择的影响。相较于现有文献，该数据库对中国

居民能源问题的刻画更加全面且更具代表性。进一步地，本文还将考察能源

阶梯在能源政策中的应用问题。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介绍

（一）对能源阶梯假说的讨论

除能源阶梯假说外，有学者提出能源堆叠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ａｃｋ）假说，该假说
认为用能阶段的跳跃并不会出现优质能源对初始能源的完全替代。受能源价
格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居民可能会同时使用多种能源。在对我国农村地区能
源阶梯的存在性进行验证前，我们需要先对能源阶梯假说与能源堆叠假说两
者的关系进行讨论以确定模型形式。能源阶梯假说提出随着收入的增加，居
民会逐渐转向使用更加清洁和便利的优质商品能源，但这并不意味着单调的
置换关系，优质能源并不会完全替代传统固体燃料。在家庭能源选择过程中，

我们不可否认收入效应对居民能源升级的正向促进作用，但能源价格变化带
来的替代效应以及燃料供需状况都会使得居民仍然保留对其他能源的使用。

居民会根据现实情况有选择性地使用各类能源，而非完全淘汰传统生物质能，

也就是说能源阶梯过程与能源堆叠过程是共生的。

例如２０１７年北方 “煤改气”政策，尽管补贴的存在会提高农户收入，但
由于对天然气供需关系的错误估计，天然气短缺倒逼农村居民选择使用更加
劣质的能源进行取暖。只有在收入达到足够高的水平、优质能源供给充足、

用能设备完备等因素全都具备的情况下，优质能源才有可能实现对劣质能源
的完全替代。图３ （ａ）为利用局部加权回归得到的人均收入与燃料数量的关
系图。可以发现，随着收入的增长，燃料数量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Ｕ”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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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趋势，这与我们的直觉是一致的。同样地，为了更详细地刻画能源等级与
收入间的关系，我们对不同收入分组的能源使用情况进行考察 （见图３ （ｂ））。
图中显示薪柴使用频率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减少；煤炭这类转型能源的消费频
率则随着收入增加出现了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电力消费频率则是随着收入
的增加而增加，这进一步验证了能源阶梯的存在。因而，本文将构建研究能
源阶梯问题的概率模型，以更科学地验证该问题。

（ａ） （ｂ）

图３　燃料数量与人均收入关系

（二）居民用能选择模型设定

现有研究对居民用能选择的分析多采用多项选择模型，包括多项Ｌｏｇｉｔ模
型 （ＭＮＬ）和多项Ｐｒｏｂｉｔ模型 （ＭＮＰ）。其中，ＭＮＬ模型要求满足无关选
择独立性 （ＩＩＡ），否则估计量可能是有偏且不一致的。而 ＭＮＰ模型会忽略数
据内在的排序，导致排序信息的缺失，无法反映出能源间的效用高低。许多
学者都曾从能源可获得性、可支付性、清洁性、便捷性等多个方面对能源品
种进行排序。若使用ＯＬＳ模型，则会将这类定序变量视为连续变量处理，导
致人为的信息膨胀。因此，本文将选择定序Ｐｒｏｂｉｔ模型进行分析。

假定用能选择隐变量Ｙ＊的值取决于家庭人均收入 （Ｉｎｃｏｍｅ）以及控制变
量 （Ｚ），即有Ｙ＊

ｉ ＝γＩｎｃｏｍｅｉ＋Ｚｉβ＋μｉ。观察到的用能选择ｊ由Ｙ
＊决定，即

如果连续性随机变量Ｙ＊超过某个临界值α，则对应Ｙ 的一个确定性选择。根
据本文假设，有

Ｙ＝１（初始能源），ｉｆ　－∞＜Ｙ＊
ｉ ≤α１；

　Ｙ＝２（转型能源），ｉｆ　α１＜Ｙ＊
ｉ ≤α２；

　　Ｙ＝３（优质能源），ｉｆ　α２＜Ｙ＊
ｉ ≤＋∞。

给定误差项μ ～ Ｎ（０，１），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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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Ｙ＝ｊ｜Ｉｎｃｏｍｅ，Ｚ）＝Ｐ（Ｙ＊≤αｊ｜Ｉｎｃｏｍｅ，Ｚ）　　　　
＝Ｐ（γＩｎｃｏｍｅ＋Ｚβ＋μ≤αｊ｜Ｉｎｃｏｍｅ，Ｚ）

＝Φ（αｊ－γＩｎｃｏｍｅ－Ｚβ）. （１）
通常来说，受到能源可获得性、可支付性、可靠性、便捷性和清洁性等

因素的影响，居民的用能选择是受约束的，家庭收入并不是影响家庭用能选
择的唯一因素。根据以往文献的分析，本文控制变量 （Ｚ）包括家庭特征、能
源价格与气候条件。其中，家庭特征指家庭规模、户主受教育年限、户主年
 、户主民族、户主性别和家庭面积；能源价格，包括液化石油气价格和居
民电价。气候条件即采暖度日数 （ＨＤＤ１８）４，一般来说，采暖度日数越高，
说明该地区温度越低，对于取暖的需求越大。

（三）数据介绍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国家庭能
源消费调查 （ＣＲＥＣＳ）。该数据库通过入户调查，搜集消费者拥有的用能设备
信息和设备使用情况信息。其中，用能设备信息包括每种设备的物理参数；
设备使用情况包括居民对该设备的使用频率、使用时间等行为特征等。数据
的样本代表性可见 Ｗ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

炊事和取暖用途在中国居民用能中所占比重较高且涉及的能源品种较为
丰富，同时由于多数城市已实现从传统生物质能到煤炭等能源的转型，因此
本文样本范围为 ＣＲＥＣＳ　２０１３和 ＣＲＥＣＳ　２０１４数据中的农村样本。考虑到
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４年时间间隔较短，本文将两年数据作为混合样本进行分析，并
删除了集中供暖以及炊事取暖用途能源消费量为零的样本观测值，最后剩余
样本总量为４　２５６户农村家庭。从剩余数据样本的地区分布来看，两次调查的
农村样本不包括天津、上海、海南、内蒙古、西藏、新疆和港澳台地区。其
中，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样本数分别占样本总数的３１．２％、

３６．８％和３２％。
炊事和取暖用途涉及的能源品种和样本量见表１。根据能源阶梯的定义，

能源转型是一个由初级向高级进阶的过程。所以，我们将转型过程看作是
有序的，并将能源转型过程定为三个阶段，分别为初始能源、转型能源和
优质能源。由于家庭炊事和取暖用能通常会同时选择多种能源，因此选取
该家庭在该用途中用量最高的能源 （根据标准量进行比较）作为其主要使
用能源。

４ 采暖度日数 （ＨＤＤ１８）是指一年中当某天室外日平均温度低于１８℃时，将该日平均温度与１８℃的

差值度数乘以１天，所得出的乘积的累加值为全年采暖度日数。计算公式为ＨＤＤ＝∑
ｊ
ｍａｘ（０，１８－

ｔｅｍｐｊ），其中ｔｅｍｐｊ为各日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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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能源品种分类

转型过程 能源品种 全样本量 炊事用途样本量 取暖用途样本量

初始能源 秸秆、薪柴、粪便
２　１５０

（５０．５２％）

２　２６１

（５３．７２％）

７７２

（３５．２０％）

转型能源 煤炭、木炭
９８３

（２３．１０％）

２０６

（４．８９％）

１　１３２

（５１．６２％）

优质能源
电力、管道煤气、液化

石油气、天然气、沼气

１　１２３

（２６．３９％）

１　７４２

（４１．３９％）

２８９

（１３．１８％）

合计 ４　２５６　 ４　２０９　 ２　１９３

　　注：括号内为使用该类型能源作为主要能源的家庭所占比重。

表２为本文涉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其中，家庭人均收入的缺失值以各

省人均收入填补，数据来源为 《中国统计年鉴》。液化石油气价格、居民电价

数据和家庭特征数据均来自ＣＲＥＣＳ数据库。采暖度日数以１８度为基准度数

进行计算，气温数据来自中国气象数据网。样本家庭人均收入为１．２０万元；

户主受教育年限普遍较低，大部分户主仅接受小学教育；房屋面积均值为

１３２．３５平方米；液化石油气价格和居民电价分别为７．３７元和０．５６元。除户

主性别与户主民族外，其他连续变量均取自然对数进行估计。

表２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家庭人均收入 （万元） ４　２５６　 １．２　 １．７０８　 ０．００１　 ３３．３３３

家庭规模 （人） ４　２５６　 ３．３２　 １．４６８　 １　 １６

户主受教育年限 （年） ４　２５６　 ６．４９　 ３．７２８　 ０　 １９

户主年 （岁） ４　２５６　 ５１．８７１　 １３．９６４　 ４　 ９９

房屋面积 （平方米） ４　２５６　 １３２．３５１　 ７３．７２４　 １５　 ８００

液化石油气价格 （元／公斤） ４　２５６　 ７．３７３　 ２．０４１　 １．７　 １１．４２９

居民电价 （元／度） ４　２５６　 ０．５５９　 ０．０７８　 ０．２６７　 ０．９５

采暖度日数 （基准度数＝１８） ４　２５６　 ２　１６７．５８９　 １　３２６．９６６　 ２４９．１　 ６　３４３．９

户主民族 （汉族＝１，其他＝０） ４　２５６　 ０．９１３　 ０．２８２　 ０　 １

户主性别 （男性＝１，女性＝０） ４　２５６　 ０．７５３　 ０．４３１　 ０　 １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能源品种数量的变化分析

如前所述，本文认为燃料品种数量会随着收入的增长呈现倒 “Ｕ”形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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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为进一步验证该假说，本文利用计数模型对该问题进行分析。对这一问

题的讨论分析有助于厘清目前中国农村家庭能源转型所处的阶段，加深对后

文家庭用能选择的理解。

在数据清理过程中，本文删除了能源品种数量为零的样本，最终得到观

测样本数量为４　２５６户家庭，每个家庭平均使用２．０５种能源用于炊事取暖用

途。考虑到收入和家庭用能都与区域地理位置高度相关，为更好地识别收入

对家庭用能品种数量和用能选择的影响，我们在所有回归中控制了区县固定

效应５。这就相当于文章的回归考察的是在同一区县内，家庭收入的变化对用

能品种数量和用能选择的影响。

表３中列 （１）和列 （２）均为泊松模型估计的边际效应结果。在线性模

型中，人均收入对能源品种数量的影响较为显著。在加入平方项后，人均收

入平方项系数显著为负且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家庭的燃料品种数量随着收

入的提高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倒 “Ｕ”形变化趋势，且拐点为３．４８万元。根

据 《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５》，２０１４年我国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大致为１．７１万元，

我国农村显然仍处于拐点左侧的爬坡阶段。

这种倒 “Ｕ”形关系具体表现为，在收入较低且不存在外部行政干预的情

况下，居民基于其对用能成本的考量，会选择成本较低甚至无成本的薪柴和

秸秆；随着收入的增加，居民逐渐增加其用能设备并选择更高品质的燃料，

但此时不会完全抛弃对较差能源的使用；而当收入达到一定高度时，居民基

于对时间成本和健康成本等多方面的考虑，会放弃使用收集时间长、燃烧效

率低且会造成室内污染的劣质能源。因此，收入的增长并未带来家庭燃料使

用种类的减少，反而促进家庭能源选择的多样化。这也说明随着收入增长，

农村居民会对家庭用能结构进行优化。

表３　收入增长对燃料品种数量的影响

变量
泊松模型 （边际效应）

（１） （２）

ｌｎ人均收入 ０．０５０＊＊ ０．１５４＊＊

（０．０２１） （０．０６８）

（ｌｎ人均收入）２ －０．０５２＊

（０．０２８）

５ 本文将固定效应控制在区县层面而非村庄层面，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２０１４年数据缺失村庄信息，
若控制村庄固定效应，会损失２０１４年的数据样本；二是尽管２０１３年数据包含村庄信息，但分布于６３
个区县中的６４个村庄，仅有两个村庄同属一个县。综合以上两个原因，本文认为尽管控制村庄层面固
定效应有助于加强识别的可靠性，但就本文数据的实际情况来看，控制村庄固定效应与控制区县固定
效应的结果差异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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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泊松模型 （边际效应）

（１） （２）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区县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４　２５６　 ４　２５６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区县层面聚类标准误。

（二）家庭用能选择分析

由表３可知，我国农村家庭还未完全实现能源结构的转型，本节将对收

入如何影响能源转型进行分析。表４中结果为利用定序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对农村居

民用能选择进行回归的估计系数，回归系数的符号仅说明变量对能源选择的

影响方向。列 （１）为控制区县固定效应的结果，该列均在区县层面进行了标

准误聚类；列 （２）至列 （４）为基于列 （１）结果的各变量平均边际效应，即

各变量变化对各类能源选择概率的影响程度。结果显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

量人均收入变量符号为正且十分显著。从边际效应来看，人均收入每增加

１％，初始能源选择概率会降低７．４％，而选择转型能源和优质能源的概率分

别提高１．７％和５．７％。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能源阶梯理论，即人均收入的

提高会促进家庭能源转型。选取表４所得拐点左侧的样本进行分析，该部分

样本数为４　０２４，为总样本的９４．５％。如表４列 （５），该结果与列 （１）无显

著差异。而拐点右侧 （列 （６））数据样本较少，除收入变量仍显著为正外，

其他变量均不再显著。这说明能源阶梯假说不适用于解释该部分人群的用能

选择。此外，表中Ｃｕｔ值相当于截距，用来区分家庭能源种类是属于初始能

源、转型能源还是优质能源。当各解释变量的值均为０时，若隐变量的值小

于－３．０６１，那么该家庭被划分为使用初始能源的组别；若隐变量的值在

－３．０６１到－２．２１４之间，则该家庭属于转型能源组别；若隐变量值大于－２．２１４，

则为优质能源组别。

表４　定序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回归基准结果

解释变量
回归系数

（１）

边际效应

初始能源

（２）

转型能源

（３）

优质能源

（４）

拐点左侧

（５）

拐点右侧

（６）

不含价格

（７）

人均收入 ０．２５１＊＊＊ －０．０７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５７＊＊＊ ０．３０５＊＊＊ ０．７４７＊ ０．２５０＊＊＊

（０．０５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７７） （０．３９３） （０．０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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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解释变量
回归系数

（１）

边际效应

初始能源

（２）

转型能源

（３）

优质能源

（４）

拐点左侧

（５）

拐点右侧

（６）

不含价格

（７）

液化石油气价格 －０．０７８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８ －０．１２６　 １．４１８

（０．１９２） （０．０５７） （０．０１３） （０．０４４） （０．１９１） （２．８１２）

电力价格 －０．１０６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４ －０．２３７ －０．５６７

（０．６３４） （０．１８６） （０．０４２） （０．１４４） （０．６４８） （３．５５８）

家庭规模 ０．０７９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８　 ０．０９６ －０．３７０　 ０．０７８

（０．０７５）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７） （０．０７８） （０．４６１） （０．０７５）

户主受教 ０．１４７＊＊＊ －０．０４３＊＊＊ ０．０１０＊＊＊ ０．０３３＊＊＊ ０．１４４＊＊＊ ０．２３９　 ０．１４８＊＊＊

育年限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４） （０．２４５） （０．０３４）

户主年 －０．２５８＊＊＊ ０．０７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５９＊＊＊ －０．２２９＊＊＊ －０．４５５ －０．２５８＊＊＊

（０．０８３）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９） （０．０８３） （０．５８２） （０．０８３）

户主民族 ０．１７８ －０．０５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４０　 ０．１６４　 １．１１４　 ０．１７５
（汉族＝１，其他＝０）（０．１３０） （０．０３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３０） （０．１２７） （０．９８８） （０．１３０）

户主性别 －０．０６０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６０ －０．２４１ －０．０６１
（男性＝１，女性＝０）（０．０６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６６） （０．４２０） （０．０６３）

房屋面积 ０．３３６＊＊＊ －０．０９９＊＊＊ ０．０２２＊＊＊ ０．０７６＊＊＊ ０．３３８＊＊＊ ０．４６４　 ０．３３７＊＊＊

（０．０５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５６） （０．２９３） （０．０５４）

ＨＤＤ１８ －０．６０５＊ ０．１７８＊ －０．０４０＊ －０．１３７＊ －０．６９６＊＊ ９．４６８ －０．６０３＊

（０．３２０） （０．０９４） （０．０２２） （０．０７３） （０．３２４） （６．５８４） （０．３１８）

Ｃｕｔ１ －３．０６１ －３．６５９　 ６７．９１２ －２．８６４

（２．３２４） （２．３６８） （４５．７３０） （２．１９４）

Ｃｕｔ２ －２．２１４ －２．８００　 ６８．８８８ －２．０１６

（２．３３０） （２．３７３） （４５．６９９） （２．１９７）

区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４　２５６　 ４　２５６　 ４　２５６　 ４　２５６　 ４　０２４　 ２３２　 ４　２５６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区县层面聚类标准误。

对于价格变量，液化石油气价格和电力价格的系数尽管并不显著，但系

数符号均为负，与预期一致，即优质能源价格上升会降低使用优质能源的概

率。两类价格系数均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在控制区县固定效应后，价格变量在

区县内的差异较小，这使得我们无法得到对价格变量较为准确的估计系数。

列 （７）为不包含能源价格变量的估计结果，很明显可以看到其与列 （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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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显著差异。

对于家庭特征变量，户主受教育程度和家庭面积的增加都会使得居民更

倾向于选择优质能源。其中，户主受教育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与家庭的经济社

会地位相关，因此受教育年限每提高１％，家庭使用优质能源的概率提高

３．３％；家庭面积也与家庭经济状况关系十分密切，面积每扩大１％，选择优

质能源的概率会显著提升７．６％。而户主年 越高的家庭使用优质能源的概率

越低。就年 对能源选择的影响来说，一方面，新技术使用瓶颈会约束年 

较高人群对优质能源的使用。例如老年人对优质能源的设备使用并不熟练，

这大大降低了家庭选择优质能源的概率。调研中曾有老年受访者提到使用燃

气灶不安全的问题，即使家中安装了燃气灶也仍会继续使用柴火灶。另一方

面，老年户主的成本意识更强，优质能源的高价特征可能也是阻碍老年户主

选择的主因之一。采暖度日数的估计系数符号显著为负说明气候越寒冷地区

采暖需求越大，家庭考虑到成本负担，选择优质能源概率则越低。另外，户

主性别与户主民族对能源选择的影响并不明显。

此外，本文还利用分数回归模型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重新构建了实证模

型，考察各因素分别对各种能源占比的影响，结果如表５所示。由于被解释

变量为 ［０，１］的比重值，因此采用分数响应回归模型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进行估计，表中边际效应表示各变量每变动一个单位，各类能源

所占比重的变化。如表５所示，收入的增加会降低初始能源消费比重并提高

优质能源占比，对转型能源比重的影响并不显著。总体来看，结果与定序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结果差异不大。

表５　比重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初始能源比重 转型能源比重 优质能源比重

解释变量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

人均收入 －０．２４６＊＊＊ －０．０７０＊＊＊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３　 ０．２６４＊＊＊ ０．０６４＊＊＊

（０．０５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６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４５） （０．０１１）

常数项 －１．９８２ －１０．２０２＊＊＊ ４．２５３＊＊

（１．９５４） （２．０９１） （２．０８１）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区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４　２５６　 ４　２５６　 ４　２５６　 ４　２５６　 ４　２５６　 ４　２５６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区县层面聚类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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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庭用能选择的异质性分析

表６为区分炊事用途和取暖用途分别进行分析的结果。结果显示，收入

增长会减少家庭在烹饪过程中使用秸秆的概率，增加使用优质能源的概率；

从边际效应来看，人均收入每增加１％，初始和优质能源的选择概率分别为降

低８．９％和提高８．６％。对于取暖用途来说，收入对用能选择的影响并不显

著，但符号与预期一致。笔者认为该现象的原因在于取暖用途呈现很强的路

径依赖。室内温度通常需要通过持续取暖来维持，但长期使用像空调和电暖

器这类大功率取暖设备，其成本会远高于农村家庭可负担水平。而收入只是

影响可负担性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还取决于能源价格与能源可获得性。因

此，取暖用途中收入对能源升级的影响有限，很难像炊事用途那样出现自发

性的能源爬坡。非自发性的能源升级更多地还是需要政府从成本负担角度着

手，一方面降低居民用能成本，另一方面从技术创新角度出发，提高取暖用

电设备效率，降低用电量。

表６　不同用途下收入对能源选择的影响

解释变量
炊事用途边际效应

初始能源 转型能源 优质能源

取暖用途边际效应

初始能源 转型能源 优质能源

人均收入 ０．３２０＊＊＊ －０．０８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８６＊＊＊ ０．０５７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５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８８）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２）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区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４　２０９　 ４　２０９　 ４　２０９　 ４　２０９　 ２　１９３　 ２　１９３　 ２　１９３　 ２　１９３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区县层面聚类标准误。

为进一步考察家庭用能选择的异质性特征，本文基于表４中列 （１）的结

果，估计了不同地理分区对各类燃料的选择概率。如图４所示，对于全样本

的估计结果，华南和华东地区经济较为发达，人均收入水平较高，家庭选择

优质能源的概率最高，达到了０．４以上；而西南和东北地区由于森林资源和

秸秆资源丰富，其选择生物质能进行炊事取暖的概率较高。对于炊事用途，

由于多数家庭并不使用散煤烹饪，故各地区使用煤的概率都较低。对于取暖

用途，华南地区处于夏热冬暖的气候区，对取暖基本无需求，即使取暖也会

选择最为便捷的现代商品能源；而东北和西北地区处于严寒区，若选择优质

能源，则面临巨大的用能成本，故东北地区家庭会更多选择初始能源；华北

地区与我们直觉一致，燃煤概率最高。燃料选择的地区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

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程度差异对燃料选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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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不同地理分区家庭对各类能源的选择概率

（四）“煤改电”政策如何影响能源阶梯

上文的分析均采用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４年农村家庭数据，此时散煤治理政策

还未大范围推广。因而，本节将采用ＣＲＥＣＳ　２０１６北京市的农村家庭数据，

考察 “煤改电”政策对能源阶梯假说存在性的影响，即收入对用能选择的影

响在受政策干预与不受政策干预的家庭中是否存在差异。ＣＲＥＣＳ　２０１６ （北京

卷）于２０１７年６月至２０１７年８月对北京地区农村和郊区家庭开展调查，有效

问卷数为３　９４９户家庭。其中仅受 “煤改电”政策干预以及不受任何散煤治理

政策干预的样本１　５２５户，其中受政策影响的家庭５７９户。本节的估计方程根

据式 （１）进行修改。为进一步考虑该政策如何调节收入对用能选择的影响，

我们加入了两者的交互项。为更方便地看出处理组和控制组受影响的程度，

将模型设置如下，其中Ｄ 为是否受 “煤改电”政策影响，Ｄ＝１为受政策干

预，Ｄ＝０则不受政策干预。

Ｐ（Ｙ＝ｊ｜Ｉｎｃｏｍｅ，Ｚ）＝Ｐ（Ｙ＊ ≤αｊ｜Ｉｎｃｏｍｅ，Ｚ）　　　　　　　

＝Ｐ（δ１Ｄ＋δ２Ｉｎｃｏｍｅ×Ｄ＋δ３Ｉｎｃｏｍｅ×（１－Ｄ）

＋Ｚβ＋μ ≤αｊ｜Ｉｎｃｏｍｅ，Ｚ）

＝Φ（αｊ－δ１Ｄ－δ２Ｉｎｃｏｍｅ×Ｄ－δ３Ｉｎｃｏｍｅ

×（１－Ｄ）－Ｚβ）. （２）

此时，收入在处理组与控制组中对农村家庭用能选择的影响则分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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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δ３和δ２分别为控制组和处理组中收入对用能选择的影响。此处的估计

控制了各村的固定效应，但由于北京市商品能源价格以及采暖度日数在各个

村内的差异较小，因而本节的估计未包括能源与价格和气候因素。

Ｙ＊ ＝
δ３Ｉｎｃｏｍｅ＋Ｚβ＋μ，　　 　ｉｆ　Ｄ＝０；

δ１＋δ２Ｉｎｃｏｍｅ＋Ｚβ＋μ，　ｉｆ　Ｄ＝１.
■
■

■
估计结果见表７。列 （１）为对式 （２）的估计结果，式 （２）至式 （４）为

边际效应；列 （５）和列 （６）分别为收入对电力消费量和煤炭消费量的影响，

即被解释变量不再为分类变量，而是消费的连续变量。当不受政策干预时，

人均收入对能源阶梯的影响十分显著，且与预期一致，即收入的增长会提高

优质能源使用概率，降低其他能源概率；而在政策干预下，人均收入对用能

选择的影响虽然符号与预期一致，但都不再显著。从列 （５）和列 （６）的结

果同样可知，受政策干预组别的收入对电力消费和煤炭消费的影响不显著，

而控制组的收入增长确实会促进家庭对电力的消费，减少对煤炭的消费。参

照Ｒａｊａｎ　ａｎｄ　Ｚｉｎｇａｌｅｓ（１９９８）对交互项的讨论，本文认为两个组别存在差异

的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收入与用能选择间的因果关系。当政策干预时，

收入效应不再发挥作用；而不受政策干预的组别，收入增长仍是其进行用能

优化的重要驱动力。不同于表６的回归结果，该样本中收入对用能选择的影

响变得显著。这可能是由于表６是基于全国样本的分析，而南北方农村家庭

的取暖差异较大；表７则仅为北京农村家庭的样本，其他方面的异质性较小，

从而导致两者结果出现差异。

从政策效果来看，该结果也说明了政府的能源替换政策，即要求散煤

“一刀切”地完全退出并拆除燃煤设备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并不科学，这违

背了家庭用能选择的客观规律。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单纯依靠政府干预

来实现能源转换会受到多种能源供给、能源价格等因素的制约，这使得能源

转型效果不如预期；另一方面，政府干预耗费了大量的财政资源，这不仅加

重了财政负担，也挤出了原本可用于其他领域的支出。而在不受政策干预的

情况下，家庭能源阶梯的实现更多的是一个随收入增长变化的渐进式过程。

表７　 “煤改电”政策对能源阶梯的影响

解释变量 （１）

边际效应

初始能源
（２）

转型能源
（３）

优质能源
（４）

（５） （６）

Ｄ　 １．７５１＊＊＊ －０．２９７＊＊＊ －０．１４９＊＊＊ ０．４４６＊＊＊ ４．１２０＊＊＊ －３．７９３＊＊＊

（０．３７０） （０．０５９） （０．０２６） （０．０７９） （０．５６７） （０．６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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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解释变量 （１）

边际效应

初始能源
（２）

转型能源
（３）

优质能源
（４）

（５） （６）

Ｉｎｃｏｍｅ×Ｄ　 ０．２７５ －０．０４７ －０．０２３　 ０．０７０　 ０．１９０　 ０．１１１

（０．２２０） （０．０３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５７） （０．２０６） （０．２７９）

Ｉｎｃｏｍｅ×（１－Ｄ） ０．６４７＊＊＊ －０．１１０＊＊＊ －０．０５５＊＊＊ ０．１６５＊＊＊ ０．５５６＊＊ －０．９０３＊＊＊

（０．１５６）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４４） （０．２５３） （０．２９８）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村庄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　５２５　 １　５２５　 １　５２５　 １　５２５　 １　５２５　 １　５２５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村层面聚类标准误。

根据 《民用水暖煤炉通用技术条件》２０１６年报批稿，燃煤取暖采用的传

统燃煤炉具，其热效率为４０％，煤的发热值为５　０００千卡／千克，价格为６００
元／吨，那么煤所带来的每单位发热量价格为０．０００３元／千卡。对于电取暖，

电力的发热值为８６０千卡／千瓦时，电供暖设备热效率为８０％，“煤改电”政

策中谷段优惠电价为０．３元／千瓦时，此时电取暖的每单位发热量价格为

０．０００４元／千卡。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不同设备的热效率存在差异，故此处是

以每单位有效发热量进行衡量的，即消费者真正能够获得的热量。

假定单个家庭的商品消费分为取暖热量 （Ｈ）与其他商品 （Ｃ），Ｃ可以看

作消费者用来购买其他所有商品的货币，等同于把其他商品的价格设定为１，同

时家庭消费受收入Ｉ约束。家庭从取暖热量和其他商品组合 （Ｈ，Ｃ）中获得

的效用可以表示为Ｕ （Ｈ，Ｃ），见图５。在未受政策干预时，家庭的预算约

束线为Ｉ０，其所面临的无差异曲线为Ｕ０，消费者的均衡为Ａ 点，对应的商品

消费组合为 （Ｈ０，Ｃ０）。由于 “煤改电”政策的实施，取暖热量的能源提供

由煤转为电，此时取暖热量的价格由ｐ０上升至ｐ１，进而预算约束线向内旋

转，此时受政策干预家庭的均衡点变为Ｂ 点。若消费者想要在取暖热量价格上

升的情况下，保持现有的效用不比政策干预前更差，则需要一定的收入补偿使

收入预算线变为Ｉ１，相应的补偿性变化为ＣＶ＝Ｅ（ｐ０，Ｕ０）－Ｅ （ｐ１，Ｕ０）。

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在政策干预的情况下，若要使居民效用至少维持在现

有水平，就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来补偿；而未受政策干预的家庭，其效用仍

维持在之前的水平。也就是说，从实际获得的热量来看，“煤改电”在一定程

度上恶化了居民的取暖效用，此处并未涉及对空气污染等负外部性的考量。

Ｗ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也得出了相似结论，即 “煤改电”政策确实有效改善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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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在取暖季的用能结构，但从居民最终获得的有效能来看，“煤改电”政策并

未使家庭的取暖用能达到政策干预前的水平。换句话说，“煤改电”政策在实

现能源结构升级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但会对居民自身福利造成一定程度的

损失。

图５　政策干预前后消费者均衡变化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ＣＲＥＣＳ数据对中国农村家庭的用能选择问题和 “煤改电”政策

进行了分析。具体而言，本文探讨了能源堆叠与能源阶梯假说，考察了居民

能源转型过程中的收入效应对家庭用能选择概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刻画

了收入效应在不同能源用途和政策干预下的影响差异。本文有以下几点发现：

（１）随着收入的增加，居民用能品种数量会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Ｕ”形趋

势，但是不能仅以能源种类的多样性否定能源阶梯的存在。能源阶梯假说与

能源堆叠假说并不矛盾，家庭会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不断提升趋向于使用更

优质的能源，但受限于价格、供给等因素，并不会完全放弃劣质能源。（２）能

源阶梯理论在中国农村地区具有适用性，家庭收入的提升能够助力居民用能

的转型升级。（３）与已有文献的结论相比，本文发现对于取暖用途来说，考

虑到中国居民部门的能源价格黏性，提高价格接受者的支付能力更为重要。

炊事用途能随着收入提高自发地进行能源的升级转型，而取暖用途中收入效

应并不显著，其能源转型难度较大。（４）政策干预影响了家庭向更优质能源

阶梯的爬升。在政策干预情况下，收入增长对用能选择的影响不显著；而在

未受政策干预的情况下，收入能够显著促进能源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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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识别出中国能源阶梯的存在性对于决策者做出政策选择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首先，能源阶梯假说的验证意味着高收入地区和高收入人群能够

基于自身意愿去选择更加优质的能源；而收入较低的地区和人群由于受到收

入水平、能源价格等因素的制约，进行能源升级的难度较大。因此，政策制

定者应加强效率瞄准，制定差别化财政和能源政策，将原本用于改善高收入

人群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能源转型的财政资金转移到贫困地区和低收入

人群上来，实现财政资金向低收入人群和落后地区的倾斜。这样有助于确保

贫困家庭的优质能源有得用并且用得起，帮助贫困家庭摆脱能源短缺和能源

劣质的现状，进而补足居民能源转型的短板，推进能源转型的全面实现，使

有限的财政资金实现效用最大化，达到能源转型的双赢。

其次，随着中国乡村及偏远地区能源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能源可获得

性对中国农村地区能源转型的影响已大幅降低，而能源可支付性仍是阻碍农

村地区能源转型的重要障碍。本文发现收入效应在政策干预中并未发挥作用，

燃料价格补贴仍是推进转型的重要动力。但是，由于中国能源价格存在黏性，

若取消现行煤改政策中的燃料价格补贴，政策效果的可持续性是存疑的。政

府应加强对政策可持续性的考虑，与其依靠价格补贴来推动能源替代进程，

更应该让收入效应发挥作用，同时创新价格机制设计，推进技术升级，通过

加强能源标识项目的推广提高用能设备的能源效率。放眼目前中国农村地区

的能源转型事实，向优质商品能源转型的条件并不完全具备，传统生物质能

的清洁利用成为大势所趋。这也就意味着本文所提到的初始能源不应再被统

一定义为劣质能源，农村能源转型更加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尽管本文利用微观入户的能源调查数据对能源选择问题进行了探讨，但

本文结论是基于家庭横截面数据，因此无法追踪农村家庭能源消费的动态变

化情况，且数据年份也较为陈旧。在问卷设计上，由于能源部分问题占据较

大篇幅，压缩了其他方面问题的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合适工具变

量的选取。此外，笔者并不否认本文在处理内生性问题上的不足，但希冀以

本文为起点，引发之后学者对该问题更为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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